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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從消費者觀點檢視組織權力的運用模式及其對管理消費者關

係的影響。根據隨機電訪20歲以上、居住於臺灣五都的368位民眾評

估所經常消費或必須往來之公民營企業、公司或行號使用權力的方式

及其影響，顯示組織雖然會使用「資訊權」、「法定權」、「獎賞權」及「強

制權」管理消費者關係，但是，僅「資訊權」及「獎賞權」會對關係結果

產生正面影響，而「強制權」則會導致負面關係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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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機與目的

公關研究曾經從公關組織權力（Grunig, 1992）、後現代主義（Holtz-

hausen, 2000）、說服道德（Fawkes, 2007）、權力控制（Place, 2012）等不

同觀點或角度，間接分析到潛藏在組織─公眾關係的權力問題。但

是，Hung（2005）則在其探討組織─公眾關係類型的實證研究，直接經

由深度訪談40位臺灣、大陸跨國企業的高階主管，證實衍生自社會交

換觀點（social exchange perspective）的不同型式組織─公眾關係，必然

存有組織和目標公眾雙方對於彼此利益得失的衡量與盤算。而因考量

權力（power）即為形成與維繫組織─公眾關係所不可避免或不可或缺的

關鍵要素之一，故建議關係管理研究應該將此一影響組織管理目標公

眾關係的變數納入考量。

權力在組織管理目標公眾關係所扮演的角色，不但可從美國商業周

刊曾於2000年報導超過72%美國民眾認同企業掌握影響他們生活層 

面太多權力獲得端倪（Verschoor, 2001），也可從既有探討權力的相關 

研究，發現權力始終存在於所有人類互動關係之中的事實（Curtin & 

Gaither, 2005; Erchul & Raven, 1997; Hingley, 2005），以及權力運用直接

影響組織─公眾關係管理成效的必然性（Beger, 2005; Cho & Cameron, 

2007; Johansson, 2007）。此外，引導關係管理研究學派之一的Hon和 

Grunig（1999）更曾指出，維繫穩定及正面的組織─公眾關係，組織和

目標公眾雙方都應擁有彼此制衡的能力。故而在其建構的組織─公眾

關係結果量表，納入「相互制衡」（control mutuality）的測量指標，以評

估組織和目標公眾雙方看待彼此所擁有正當或合法權力（rightful power）

的程度。

然而，儘管先前公關研究顯示權力確實會對組織─公眾關係造成

影響，但後續從「人際關係」、「衝突解決」或「管家思維」（stewardship）

等觀點發展而出的組織─公眾關係維繫策略模式（例如，Bortree, 2010; 

Huang, 2001; Ki & Hon, 2009; Seltzer, Gardner, Bichard, & Callison, 

2012; Waters, 2009; Waters, 2011），卻並沒有將權力運用對關係管理所

可能產生的影響納入考量。因而，導致在評估這些關係維繫策略模式

對關係結果之「相互制衡」層面的影響時，難以客觀判斷出目標公眾所

形成對組織權力運用的認知，到底是受到組織先前所憑藉之權力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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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響，還是受到關係維繫模式本身所代表、伴隨或隱藏之權力運用

的影響。

誠如多數公關學者所曾強調，管理組織─公眾關係已被視為公關

人員的組織價值之所在。而這是因為公關人員藉由協助組織和影響 

其運作成敗之目標公眾建立及維繫雙方彼此互利、對等的雙贏關係，

能夠對組織的行動推廣，以至於最終目標的達成，做出實質的貢獻

（Broom, Casey & Ritchey, 1997; Cutlip, Center & Broom, 1994; Grunig, 

Grunig & Ehling, 1992; Hon & Grunig, 1999; Ledingham, 2003）。因此，

有鑒於組織權力運用對於管理目標公眾關係成效的影響，本文試圖針

對此一公關關係管理的實務問題，進行更為深入的學理及實證探究，

以能夠提供擔負關係管理者角色的公關人員，一個具體、可行的做法

及方向。而針對此一研究目的，本文選定被視為組織主要外部公眾的消

費者為調查對象，並依循關係管理研究模式（Broom, Casey & Ritchey, 

1997; Hon & Grunig, 1999; Ledingham, 2003），先檢視組織管理消費者關

係所可能使用的權力方式或做法，再進而評估組織權力運用對管理消費

者關係所可能造成的影響。

文獻探討

組織─公眾關係之權力角色與功能

Hung（2005）經由實證研究發現組織和目標公眾之間的關係類型，

可依組織對目標公眾採取從完全利他至全然利己導向的公關做法， 

區分為：「單方面共有」（one-sided communal）、「相互共有」（mutual 

communal）、「盟約」（covenantal）、「交換」（exchange）、「共生」

（symbiotic）、「合約」（contractual）、「操控」（manipulative） 及「利用」

（exploitive）。而因考量組織為能遂行其關係管理的目的，必然會運用

權力影響或改變目標公眾的態度或行為，故建議公關研究應從關係管

理角度檢視權力運用對於組織─公眾關係管理的影響。針對Hung的研

究發現，本文先藉由檢視既有間接或直接探討權力議題的公關文獻，

以瞭解權力和組織─公眾關係之間的關聯性，以及權力在管理組織─

公眾關係所可能擔負的角色與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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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oom等人（1997）在嘗試解析組織─公眾關係概念的過程，曾提

及組織可能會有運用權力掌控有限資源的企圖，而這會促使組織和目

標公眾之間維持不對等（asymmetric）的關係。Plowman（1998）發現公

關人員在管理組織─公眾關係的過程，運用衝突解決及混合動機

（mixed motives）的雙向對等公關模式，可以獲得進入組織決策核心的

權力。Toth（2000）建議發展管理組織─公眾關係的公關模式，應採用

純粹人際影響（pure interpersonal influence），即用以找出組織和目標公

眾共同對所推展政策或行動都能夠同意的公關運作方式，而不應採用

純粹個人影響（pure personal influence），即用以支配或掌控目標公眾接

受組織所推展政策或行動的公關運作方式。Berger（2005）發現公關人

員管理組織目標公眾關係的方式或做法，會直接受制於組織決策核心

所掌握組織權力的影響。Roper（2005）從霸權（hegemony）觀點解析用

於管理組織─公眾關係之雙向對等（two-way symmetrical）公關模式的

真正目的，可能不是公開及合力協商，而是轉移批評及維持權力關

係。Curtin和Gaither（2005）則指出雙向對等公關模式難以有效解決既

存於組織─公眾關係之權力差異的現實問題。Reber和Berger（2006）從

權力關係角度歸納出公關人員得以進入組織決策核心的影響策略，而

其中一項，即是構思出如同能夠影響或改變組織外部公眾態度或行為

的說服訊息。Edwards（2006, 2009）應用法國社會學者Pierre Bourdieu

所提出象徵性權力（symbolic power）概念，解析公關人員用於說服目標

公眾以維護組織利益的權力運作方式。Aldoory、Reber、Berger和Toth

（2008）檢視男性及女性公關人員看待權力運用及其影響的差異，發現

雙方都認為管理組織─公眾關係是獲取組織權力或發揮對組織影響的

重要來源。Okura、Dozier、Sha和Hofstetter（2009）發現公關人員能夠

藉由從事有助於管理組織─公眾關係的環境檢測研究，獲取進入組織

決策核心的權力。Place（2012）發現女性公關人員會在維繫組織─公眾

關係的過程，運用影響、關係、知識或資訊等權力的方式或做法。

從以上所回顧的公關文獻，雖然顯示過往公關權力研究主要著重於

公關人員自身組織權力的取得與使用，但是，此研究取向也反映出一個

事實，那就是無法取得進入組織決策核心的權力，公關人員根本不可能

建議，或只能接受或順從組織管理目標公眾關係的方式或做法（Fawkes,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38期（2016）

88

2007）。因此，如同Curtin和Gaither（2005）、Hingley（2005）、Johansson

（2007）、Place（2012）等學者所曾強調，權力存在於關係之中，是不可

輕忽及漠視的既定事實，而權力在關係之中所展現出不對稱以及不斷轉

換、改變、協商的特性，更使得組織權力運用成為管理目標公眾關係所

不得不憑藉的公關方式或做法。

組織─公眾關係之權力定義與運用

針對權力概念的定義，Hung（2005）分析權力對組織管理目標公眾

關係的重要性，在於權力被解釋為影響他人或將事情完成的能力。對

此，既有公關論述亦曾提出相同或類似的觀點或看法。例如，Grunig

（1992）分析權力是一種改變或控制他人行為的必要力量或能力。
Plowman（1998）分析權力是解決問題或達成所想要之結果的能力。
Reber和Berger（2006）分析權力是讓某人將事情做成或讓他人聽命行事

的能力。Smith和Place（2013）分析權力為影響或達到意欲完成之結果

的能力。因此，綜合以上分析，可以將組織用以管理目標公眾關係的

權力，定義為組織為遂行其關係管理目的，而用以影響或改變目標公

眾態度或行為的能力。而特別要強調的是，此定義乃是依循Berger

（2005）所提出權力協同（power with），而非權力優於（power over）的關

係管理模式。權力協同的關係觀點，說明組織採取授權（empowerment）

的管理模式，亦即透過對話、參與、協商等方式下達決策，而權力優

於的關係觀點，則說明組織採取支配（dominance）的管理模式，亦即透

過控制、功利考量、自利評估等方式下達決策。

此外，關於權力在組織─公眾關係的運用方式，Hung（2005）發現

跨國企業因相較於當地政府擁有更為先進的專業技術以及寬廣的世界

觀，以致於能夠在雙方關係中扮演主導的角色，並有效透過此一權力

運作遂行其關係管理的目的。對此，既有公關論述則並未直接探究組

織─公眾關係的權力運用，而是間接檢視公關人員的權力來源及運

用。例如，Aldoory等人（2008）發現公關人員會經由、透過或憑藉個人

關係、專業經驗、表現記錄、專業知識、職位、商業知識、研究能

力、政治知識、接近決策核心、人際技巧、說服技巧或個人可信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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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或做法取得組織權力。Kanihan、Hansen、Blair、Shore和Myers

（2013）發現大型企業傳播主管得以進入企業決策核心的原因，是因為

他們擁有或掌握互惠信任、策略商業決策、社交融入、傳播專業知識

等非正式的權力，以致於能夠進而影響企業運作的方向與方式。Smith

和Place（2013）也發現公關人員必須憑藉其公關專業技能、知識或資

訊，以能夠在強調整合行銷傳播的商業運作模式，取得影響組織決策

的主導地位及權力。

而從檢視公關人員所獲取權力的方式或做法，可發現這些權力其實

都可含括在由French和Raven（1959）提出，後歷經Raven（1965, 1992, 

1993）修正，並廣泛被應用在不同專業領域的社會權力基礎或來源理

論。此理論從人際關係觀點歸納出影響者可以用於改變被影響者（例

如，業務員─顧客、長官─部屬）之態度或行為的六種社會權力基礎或

來源，包括：獎賞權（reward power）、強制權（coercive power）、法定權

（legitimate power）、參照權（referent power）、專家權（expert power）及

資訊權（information power）（Erchul & Raven, 1997）。先前公關研究，例

如，Cho（2006）以及Cho和Cameron（2007）即曾應用過此一理論檢視並

發現相較於新聞媒體從業人員，醫療機構公關人員雖然擁有「專家權」、

「資訊獎勵權」、「資訊強制權」、「廣告強制權」、「影響權」，但是，僅會

使用「專家權」、「資訊獎勵權」而不會使用「資訊強制權」、「廣告強制

權」。Bosilkovski和Moon（2013）則發現因為醫療機構公關人員的主要

工作是媒體及社區關係管理，所以擁有較多行使「參照權」、「法定權」、

「專家／資訊權」的權力，而擁有較少行使「獎賞權」的權力。

因此，本文以為，探究組織─公眾關係的權力運用，可以引用社會

權力基礎或來源理論作為分析的理論架構。此理論的適用性與可行性，

除了Cao（2006）、Cao和 Cameron（2007）、Bosilkovski和Moon（2013）

等公關研究曾引用過此一理論之外，關係管理研究也已曾應用人際關係

觀點研擬出組織─公眾關係維繫策略（Hon & Grunig, 1999; Ledingham, 

2003）。而依據社會權力基礎或來源理論，可推論出組織為遂行其關係

管理的目的，會在和消費者進行接觸或互動的過程，採取或運用以下六

種權力方式或做法，藉以影響或改變消費者的態度或行為。

第一是獎賞權，即影響者擁有讓被影響者得到不同實質或非實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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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勵或好處的能力。具體而言，影響者運用此一權力，可以藉由讓被

影響者得到不同實質或非實質的獎勵或好處，促使被影響者遵照其要

求行事。因此，將獎賞權應用在組織─公眾關係的權力運用，可以推

論組織為遂行其關係管理的目的，會藉由讓消費者得到不同實質或非

實質獎勵或好處的方式或做法，影響或改變消費者的態度或行為。例

如，HP惠普科技提供碳粉折價券給予參加回收HP原廠碳粉匣的消費

者。

第二是強制權，即影響者擁有讓被影響者遭受到不同實質或非實

質懲罰、損失或刁難的能力。具體而言，影響者運用此一權力，可以

藉由讓被影響者遭受到不同實質或非實質的懲罰、損失或刁難，促使

被影響者遵照其要求行事。因此，將強制權應用在組織─公眾關係的

權力運用，可以推論組織為遂行其關係管理的目的，會藉由讓消費者

遭受到不同實質或非實質的懲罰、損失或刁難，影響或改變消費者的

態度或行為。例如，吃到飽餐廳業者對未能將所點用食物吃完的消費

者，給予罰錢的處分。

第三是法定權，即影響者擁有合法規範被影響者之行為的能力。

具體而言，影響者運用此一權力，可以藉由使用包括：地位或權勢、

互惠（reciprocity），即影響者因曾幫過被影響者而有權要求予以回報、

公平（equity），即影響者因曾為被影響者所付出過而有權要求給予補

償、責任（responsibility），即影響者因考量被影響者會存有對困難之人

伸出援手之責任心而有權請求給予協助，等合法授權的方式或做法，

促使被影響者遵照其要求行事。因此，將法定權應用在組織─公眾關

係的權力運用，可以推論組織為遂行其關係管理的目的，會藉由使用

地位或權勢、要求回報、要求補償、請求援助等合法授權的方式或做

法，影響或改變消費者的態度或行為。例如，企業對於普通消費者遺

失、被竊或毀損所購買商品禮卷不會補發，但對重要消費者則會補發。

第四是參照權，即被影響者會因影響者的聲望、魅力、特質等因

素而產生渴望和影響者有所關聯或能夠讓影響者接受或認同的心態。

具體而言，影響者運用此一權力，可以藉由使用讓被影響者渴望被接

受或認同的方式或做法，促使被影響者遵照其要求行事。因此，將參

照權應用在組織─公眾關係的權力運用，可以推論組織為遂行其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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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的目的，會藉由使用讓消費者渴望被接受或認同的方式或做法，

影響或改變消費者的態度或行為。例如，Cheers雜誌連續幾年報導王

品集團是新世代就業最嚮往的企業。

第五是專家權，即影響者擁有解決被影響者問題之專業知識或技

能的能力。具體而言，影響者運用此一權力，可以藉由讓被影響者相

信具有解決其問題之專業知識或技能的方式或做法，促使被影響者遵

照其要求行事。因此，將專家權應用在組織─公眾關係的權力運用，

可以推論組織為遂行其關係管理的目的，會藉由使用讓消費者相信具

有解決其問題之專業知識或技能的方式或做法，影響或改變消費者的

態度或行為。例如，中視曾報導義美食品從三聚氫胺到塑化劑，成功

塑造了健康食品的代名詞。

第六是資訊權，即影響者擁有取得讓被影響者視為重要、合理或

有用資訊的能力。具體而言，影響者運用此一權力，可以藉由取得讓

被影響者視為重要、合理或有用資訊的能力，促使被影響者遵照其要

求行事。因此，將資訊權應用在組織─公眾關係的權力運用，可以推

論組織為遂行其關係管理的目的，會藉由取得消費者視為重要、合理

或有用資訊的方式或做法，影響或改變消費者的態度或行為。例如，

消費者會因7-Eleven能夠提供他們生活上所需要的資訊如商品、金融而

變的更加依賴。

經由以上分析，雖然顯示從權力基礎或來源理論可以推論組織管

理消費者關係所可能運用的權力模式，但是，此一從學理分析而獲致

的推論，是否能夠真實反映組織管理消費者所使用的權力方式或做

法，則仍須進一步加以測試。因此，本文將第一個所要探討的研究問

題，設定為「組織是否會運用獎賞、強制、法定、參照、專家及資訊等

權力方式或做法管理消費者關係？」。

組織─公眾關係之權力影響

為能進一步檢視組織權力運用對管理消費者關係所可能產生的 

影響，本文依循關係管理研究模式，採用關係結果（即組織之目標公 

眾如何看待和組織之間的關係現況）作為評估依據（Broom et al.,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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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 & Grunig, 1999; Ledingham, 2003）。而根據Hon和Grunig（1999）的

研究，用於測量組織─公眾關係結果的指標，包括：信任（trust），即目

標公眾是否對組織的廉正、可靠性及能力抱持信心、相互制衡（control 

mutuality），即目標公眾是否可以影響組織的決策、滿意（satisfaction），

即目標公眾是否對組織抱持好感、承諾（commitment），即目標公眾是否

願意和組織持續維繫彼此之間的關係。

針對此關係結果量表的適用性與可行性，後續研究曾將其應 

用在評估不同公關情境之關係維繫的成效，例如，臺灣行政─立法 

關係（Huang, 2001）、 組織社區關係（Hall, 2006）、 大學─學生關係 

（Sung & Yang, 2009）、青少年志工關係（Bortree, 2010）、捐贈者關係

（Kang & Yang, 2010）、選民─政黨關係（Seltzer & Zhang, 2011）、組織

─員工關係（Seltzer et al., 2012）。此外，Hon和Brunner（2002），Jo、
Hon和Brunner（2004）以及Ki和Hon（2007）等研究也曾分別證實此量表

不僅具備良好的信度及效度，其所測量的關係結果層面，也都足以代表

組織─公眾關係所要達成的目標。

經由上述分析，雖然顯示判斷組織權力運用對消費者關係管理的

影響，可以從組織和消費者之間的關係結果來加以評估，但是，組織

權力運用到底如何影響和消費者之間的關係結果，則須進一步的加以

測試。因此，本文將所要探討的第二個研究問題，設定為「組織權力運

用會如何影響和消費者之間的關係結果？」。

研究方法

研究對象及情境

本文試圖透過問卷調查方式，檢視組織用以管理消費者關係的權

力運用方式或做法，及其對和消費者之間關係結果的影響。針對此一

研究目的，雖然從組織自身觀點可以直接檢視組織權力運用的方式或

做法，但是所獲得之資訊卻可能如同Hung（2005）所觀察到，會產生主

觀性及真實性的回應疑慮。而改以從消費者角度檢視組織在關係管理

過程所可能使用權力的方式或做法，則除了能夠從消費者實際和組織

接觸或互動之經驗與感受獲得較為真實及客觀的評估結果之外，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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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進而評估消費者如何看待組織權力運用對於雙方關係結果所可能產

生的實質影響。但為了避免調查對象在問卷回答過程，會將對單一或

特定企業的喜好或厭惡，直接反映在其權力運用的方式或做法，故將

研究情境設定為調查對象所經常消費或必須往來之公民營企業、公司

或行號，以藉此引導他們能夠採取較為客觀、持平的觀點或角度，檢

視及評估組織權力運用的方式或做法以及所可能造成的影響。將公家

機關或公營企業同時納入評估範圍的理由，則是引導調查對象只須評

估組織使用權力的方式或做法，而不要比較公民營組織權力運用方式

或做法的差異。此外，因考量所進行研究仍屬探索階段並以理論測試

為其目的，故僅選擇20歲及以上、居住在臺北市、新北市、臺中市、

臺南市及高雄市等五個主要都市的民眾進行隨機電訪。

問卷設計

I. 組織權力運用評估

此部份調查受訪者如何看待經常消費或必須往來之公民營企 

業、公司或行號所運用權力的方式或做法。本文先以French和Raven

（1959）、Raven（1965, 1992, 1993）提出及修正的權力來源或基礎理論為

依據，再參酌所設定的研究情境，修正及改寫出以下各別構念的操作型

定義，以及相對應的測量問題。

1. 獎賞權

受訪者經常消費或必須往來之公民營企業、公司或行號在和受訪

者接觸或互動的過程，使用讓受訪者得到不同實質或非實質獎勵或好

處的方式或做法。

（1）稱讚您。

（2）給予您獎勵。

（3）讓您得到好處。

2. 強制權

受訪者經常消費或必須往來之公民營企業、公司或行號在和受訪

者接觸或互動的過程，使用讓受訪者遭受不同實質或非實質懲罰、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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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或刁難的方式或做法。

（1）讓您覺得您的權益受到損失。

（2）讓您覺得遭到刁難。

（3）讓您覺得受到懲罰。

3. 法定權

受訪者經常消費或必須往來之公民營企業、公司或行號在和受訪

者接觸或互動的過程，對受訪者使用賦予之權勢、要求回報、要求補

償、請求援助等合法授權的方式或做法。

（1）向您展現他們所擁有的權勢。

（2）強調您從他們所得到過的好處。

（3）強調他們對您所做的付出。

（4）激發您幫忙他們的責任心。

4. 參照權

受訪者經常消費或必須往來之公民營企業、公司或行號在和受訪

者接觸或互動的過程，使用得以引發受訪者渴望被接受或認同的方式

或做法。

（1）讓您覺得您得到他們的認同。

（2）讓您感受到您被他們所接受。

（3）讓您覺得您受到他們的重視。

5. 專家權

受訪者經常消費或必須往來之公民營企業、公司或行號在和受訪

者接觸或互動的過程，使用得以讓受訪者相信具備解決所需問題之專

業知識或技能的方式或做法。

（1）展現出有如一位能夠讓您信賴的專家。

（2）展現出能夠讓您非常信服的專業技能。

（3）展現出解決您所無法處理之問題的專業能力。

6. 資訊權

受訪者經常消費或必須往來之公民營企業、公司或行號在和受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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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接觸或互動的過程，使用得以提供被受訪者視為重要、合理或有用

之資訊的方式或做法。

（1）提供被您視為非常重要的資訊。

（2）提供被您視為非常合理的資訊。

（3）提供被您視為非常有用的資訊。

以上用以測量各個構念的問題，均採用五等級量表的回答方式，

即「1」代表「非常同意」、「2」代表「同意」、「3」代表「還好」、「4」代表「不

同意」、「5」代表「非常不同意」，以評估受訪者對經常消費或必須往來

之公民營企業、公司或行號所使用權力之方式或做法的同意程度。

II. 關係結果評估

此部份調查受訪者如何看待和經常消費或必須往來之公民營企

業、公司或行號之間的關係結果。評估方式則是依據Hon和Grunig

（1999）所建構的組織─公眾關係結果量表，再修正及改寫出以下符合

所設定研究情境之各別關係結果層面的操作型定義，以及相對應的測

量問題。

1. 信任

受訪者對經常消費或必須往來之公民營企業、公司或行號之廉

正、可靠性及能力的信心程度。

（1）他們對待您非常的公平及公正。

（2）他們會將您的權益納入決策考量。

（3）他們擁有讓您放心的專業能力。

2. 相互制衡

受訪者對參與經常消費或必須往來之公民營企業、公司或行號之

決策的影響程度。

（1）您可以影響他們的決策。

（2）他們會認真傾聽您的心聲。 

（3）他們會採納您所表達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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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滿意

受訪者對和經常消費或必須往來之公民營企業、公司或行號之間

互動的好感程度。

（1）您滿意和他們之間的關係。

（2）您和他們之間的互動非常愉快。

（3）您喜歡和他們打交道。

4. 承諾

受訪者願意持續和經常消費或必須往來之公民營企業、公司或行

號之間關係的投入程度。

（1）您和他們之間的關係非常堅實穩固。

（2）您最重視和他們之間的關係。 

（3）您相信可以和他們建立長久關係。

以上測量問題同樣採用五等級量表的回答方式，即「1」代表「非常

同意」、「2」代表「同意」、「3」代表「還好」、「4」代表「不同意」、「5」代

表「非常不同意」，以測量受訪者如何評估和經常消費或必須往來之公

民營企業、公司或行號之間的關係現況。

III. 受訪者資料

包括：性別、年齡層、教育程度、工作狀態、經濟狀況。

IV. 測試樣本數

本文因以理論測試為目的，故受測樣本數量的設定，是依據因素

分析統計方法的檢驗規定，即每一測量問題須達到19名受測人數之要

求（Hair, Black, Babin, Anderson, & Tatham, 2006）。因為是分別針對組

織權力運用（19個測量問題）和關係結果（12個測量問題）等構念進行因

素分析，所以採用最高的19個測量問題為基準，須獲得至少285名的

受測人數，即可符合統計檢驗的樣本需求數。

V. 問卷預測

為進一步強化衍生自既有相關文獻及理論之問卷的內容效度，即

測量問題的適當性、相關性，以及能夠反映所要探討主題的意涵，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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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將問卷初稿給予具備公關及傳播實務背景之學者，進行專家審查及

評估，並依其看法及意見修改問卷內容。接著，將修改之問卷給予

五十位自願參與調查之日夜間部大一及大二同學的父母、親戚或朋友

填答，並依其回應情況修改問卷的內容。最後，在正式進行電訪的前

一週，再次經由隨機抽樣一百位符合調查資格的受訪者，確認最後問

卷施測版本的清楚性及明瞭性。

VI. 問卷執行

問卷調查採取易於快速蒐集大量受測樣本數的電訪方式，並於2013

年12月9–12日晚上六至九時，藉由電腦電話訪問輔助系統（CATI），採

用電話號碼尾碼加一的方式，隨機電訪20歲以上、居住在臺北市、新

北市、臺中市、臺南市或高雄市等五都的民眾。電訪進行則是由資深

督導人員帶領受過電訪訓練的工讀生進行資料蒐集，並要求在接受調

查前或過程中，若受訪者態度或回答明顯表達不耐煩或虛應之意，則

中止訪問或視為失敗訪問，以確保資料的客觀性。此外，為能獲得符

合進行因素分析所需樣本數的檢驗規定，電訪進行方式是先將所選定

五個主要城市之成功樣本數各設定為100份，訪員再從經由電腦自動抽

選的電話號碼，尋求願意接受並能夠完成平均約15分鐘電訪調查的民

眾，並持續直到取得足夠的受測樣本數為止。

研究結果

描述統計分析

本文使用 IBM SPSS 19.0統計軟體進行資料分析，而經由電訪調查

所獲得的有效樣本數，合計為368份，包括：臺北市77份、新北市70

份、臺中市74份、臺南市74份、高雄市73份。受訪民眾的背景資料，

則請參考附錄。

探索式因素分析

採用因素分析法檢視「組織權力運用」及「關係結果」等構念之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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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量指標是否與現實情況相符。其程序為先經由主成份分析法，產生

初步因素結果，再選用最大變異法，將此因素結果旋轉至最簡單的結

構（即具高相關的測量問題會各自互成同一因子），並依據特徵值是否

大於1及陡坡檢定，判斷最後因子的個數。此外，凡測量問題的因素負

荷值或共同性數值低於 .50（採四捨五入），都會於刪除後再重新進行分

析，直至獲得合理因子結果為止（Hair et al., 2006）。

表一為組織權力運用的因素分析結果，顯示達到Bartlett’s test of 

sphericity（即測量整個相關矩陣的顯著程度）.01的顯著值，以及Kaiser-

Meyer-Olkin measure of sampling adequacy（即決定樣本數的足夠性）.77

取樣適切性係數以上的接受範圍（Hair et al., 2006）。

此一構念在第一次分析後，刪除測量「參照權」之「讓您感受到您被

他們所接受」；第二次分析後，刪除測量「參照權」之「讓您覺得您受到

他們的重視」、測量「強制權」之「讓您覺得受到懲罰」及「讓您覺得遭到

刁難」；第三次分析後，刪除測量「專家權」之「展現出有如一位能夠讓

您信賴的專家」、測量「法定權」之「激發您幫忙他們的責任心」；第四次

分析後，刪除測量「專家權」之「展現出解決您所無法處理之問題的專業

能力」；第五次分析確認四個因子的結果。

因子一包括四個測量問題，包括：測量「資訊權」之「提供被您視為

非常有用的資訊」、「提供被您視為非常合理的資訊」、「提供被您視為

非常重要的資訊」、測量「專家權」之「展現出能夠讓您非常信服的專業

技能」。因考量前三個問題皆為原本測量「資訊權」的問題，故將此因子

命名為「資訊權」。

因子二包括三個測量問題，包括：測量「法定權」之「強調您從他們

所得到過的好處」、測量「獎賞權」之「讓您得到好處」、測量「法定權」

之「強調他們對您所做的付出」。因考量原本測量「獎賞權」之「讓您得

到好處」，仍可視為組織運用法定權力的展現，故將此因子命名為「法

定權」。

因子三包括三個測量問題，包括：測量「獎賞權」之「稱讚您」、測

量「參照權」之「讓您覺得您得到他們的認同」、測量「獎賞權」之「給予

您獎勵」。因考量原本測量測量「參照權」之「讓您覺得您得到他們的認

同」，仍可視為組織運用獎賞權力的展現，故將此因子命名為「獎賞

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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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子四包括二個測量問題，分別是測量「強制權」之「讓您覺得您的

權益受到損失」及測量「法定權」之「向您展現他們企業所擁有的權勢」。

因考量測量「法定權」之「向您展現他們企業所擁有的權勢」，可視為組

織運用強制權力的展現，故將此因子命名為「強制權」。

因此，根據探索式因素分析法所獲得的因子結果，可以回答本文

所探討的第一個研究問題：「組織是否會運用獎賞、強制、法定、參

照、專家及資訊等權力方式或做法管理消費者關係？」，即受訪者認為

他們所經常消費或必須往來之公民營企業、公司或行號會使用「資訊

權」、「法定權」、「獎賞權」、「強制權」管理和他們之間的關係。而對於

沒有能夠獨立顯現或辨識出使用「參照權」及「專家權」的原因，則可 

能是受訪者和所評估組織之間的消費或業務往來關係，不像Cho和
Cameron（2007）、Bosilkovski和Moon（2013）等公關研究所探討公關人

員和新聞媒體從業人員之間的依存關係，須要運用到更多能夠引發依

賴及信任感的「參照權」及「專家權」。

表一　「組織權力運用」因素分析

因子名稱／測量因子的問題 因素 共同性數值 平均值

負荷值

因子一：資訊權 α =.74

提供被您視為非常有用的資訊（資訊權） .83 .71 2.59

提供被您視為非常合理的資訊（資訊權） .75 .64 2.55

提供被您視為非常重要的資訊（資訊權） .72 .56 2.76

展現出能夠讓您非常信服的專業技能（專家權） .56 .53 2.80

因子二：法定權 α = .58

強調您從他們所得到過的好處（法定權） .82 .69 3.35

讓您得到好處（獎賞權） .63 .60 2.93

強調他們對您所做的付出（法定權） .62 .50 3.20

因子三：獎賞權 α = .59

稱讚您（獎賞權） .83 .71 3.02

讓您覺得您得到他們的認同（參照權） .72 .58 2.73

給予您獎勵（獎賞權） .56 .48 3.15

因子四：強制權 α = .55

讓您覺得您的權益受到損失（強制權） .80 .66 3.40

向您展現他們企業所擁有的權勢（法定權） .79 .65 3.20

• 每一因子的特徵值（eigenvalue）依序為2.32、1.79、1.69、1.50。
• 四個因子的累積可解釋變異量（cumulative variance explained）為60.80%

• 得您受到他們的重視」、測量「強制權」之「讓您覺得受到懲罰」及「讓您覺得遭到刁難」、
測量「法定權」之「激發您幫忙他們的責任心」、測量「專家權」之「展現出解決您所無法處

理之問題的專業能力」及「展現出有如一位能夠讓您信賴的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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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為關係結果的因素分析結果，顯示達到Bartlett’s test of sphericity

（即測量整個相關矩陣的顯著程度）.01的顯著值，以及Kaiser-Meyer-

Olkin measure of sampling adequacy（即決定樣本數的足夠性）.90取樣適

切性係數以上的接受範圍（Hair et al., 2006）。

此一構念於第一次分析後僅獲得單一因子的結果。因測量「信任」

之「他們對待您非常的公平及公正」和「他們會將您的權益納入決策考

量」、測量「相互制衡」之「您可以影響他們的決策」、測量「承諾」之「您

最重視和他們之間的關係」問題的共性數值低於 .50，故於刪除後，於

第二次分析後，確認單一因子的結果。此結果因顯示受訪者在評估和

經常消費或必須往來之公民營企業、公司或行號之間關係的現況時，

沒有能夠區分出「信任」、「相互制衡」、「滿意」、「承諾」等四個關係層

面，故以「關係結果」命名之。而對於獲得此一結果的原因，則可能是

因為受訪者在評估過程所考量之對象並不是特定或單一的公民營組

織，也有可能是因為受訪者使用不同標準評估公民營組織權力運用的

影響所致。

表二　「關係結果」因素分析

因子名稱／測量因子的問題 因素 共同性數值 平均值

負荷值

因子：關係結果 α = .86

您和他們之間的關係非常堅實穩固（承諾） .76 .57 2.95

您相信可以和他們建立長久關係（承諾） .74 .55 2.75

他們會採納您所表達的意見（相互制衡） .72 .51 2.82

您滿意和他們之間的關係（滿意） .71 .51 2.69

他們會認真傾聽您的心聲（相互制衡） .71 .50 2.82

您和他們之間的互動非常愉快（滿意） .70 .49 2.57

您喜歡和他們打交道（滿意） .70 .49 2.99

他們擁有讓您放心的專業能力（信任） .69 .48 2.53

• 因子的特徵值（eigenvalue）為4.12。
• 因子的累積可解釋變異量（cumulative variance explained）為51.32%。
• 刪除的問題：測量「信任」之「他們對待您非常的公平及公正」和「他們會將您的權益納入決
策考量」、測量「相互制衡」之「您可以影響他們的決策」、測量「承諾」之「您最重視和他們

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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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度分析

採用Cronbach’s α係數、組合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及平均變

異數萃取量（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檢視「組織權力運用模式」及「組

織─公眾關係結果」等構念的信度。α值通常被要求達 .70；組合信度

值通常被要求達 .60；平均變異數萃取量通常被要求達 .50（Bagozzi & 

Yi, 1988; Hair et al., 2006）。

在Cronbach’s α係數檢定部份，「資訊權」因子的α值達 .74；「法

定權」因子的α值達 .58；「獎賞權」因子的α值達 .59；「強制權」因子

的α值達 .55；「關係結果」因子的α值達 .86。信度檢定結果顯示除

「資訊權」外，「法定權」、「獎賞權」、「強制權」的α值皆低於 .70。因

考量本文仍屬探索階段，且大於 .50的α值還不至於到完全不可接受

的程度，故仍將其應用在後續的研究分析（George & Mallery, 2003; Hair 

et al., 2006）。

在組合信度檢定部份，依據計算公式，即因子所有測量指標之因

素負荷值總合的平方除以因子所有測量指標之因素負荷值之總合的平

方加上測量誤差（即一減測量指標之因素負荷值的平方）的總合，「資訊

權」因子的組合信度值達 .81；「法定權」因子的組合信度值達 .73；「獎

賞權」因子的組合信度值達 .75；「強制權」因子的組合信度值達 .77；

「關係結果」因子的組合信度值達 .64。因此，以上各因子的組合信度值

都達到 .60的要求。

在平均變異數萃取量檢定部份，依據計算公式，即因子所有測量

指標之因素負荷值之平方的總合除以因子所有測量指標之因素負荷值

之平方的總合加上測量誤差（即一減測量指標之因素負荷值總合的平

方）的總合，「資訊權」因子的變異數萃取量達 .52；「法定權」因子的變

異數萃取量達 .48；「獎賞權」因子的變異數萃取量達 .51；「強制權」因

子的變異數萃取量達 .63「關係結果」因子的變異數萃取量達 .56。因

此，以上各因子的變異數萃取量都達到 .50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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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度分析

檢視「組織權力運用模式」及「組織─公眾關係結果」等構念的收斂

效度（convergent validity）及區別效度（discriminant validity）。收斂效度

是指同一構念之測量指標彼此之間具有高度的關聯性；區別效度則是

指不同構念的測量指標彼此之間僅具有適度的關聯性（DeVellis, 1991; 

Loehlin, 1992; Spector, 1992）。判斷構念是否具有收斂效度，可依據構

念是否具有高度之個別因子的因素負荷值及組合信度值；判斷構念是

否具有區別效度，則可檢視構念的平均變異數萃取量是否高於和其他

構念之相關係數（correlation coefficient）的平方（Anderson & Gerbing, 

1995; Bagozzi & Yi, 1988; Marsh & Grayson, 1995）。因此，依據表一及

二之個別因子的因素負荷值及表三之個別因子的組合信度值，顯示「組

織權力運用模式」及「組織─公眾關係結果」等構念的因子都有良好的收

斂效度，而依據表三之平均變異數萃取量都大於因子相關係數的平

方，則可說明「組織權力運用模式」及「組織─公眾關係結果」等構念的

因子都有良好的區別效度。

表三　因子平均數、標準差、相關係數、組合信度、平均變異數萃取量

平均數 標準差 1 2 3 4 5
1. 資訊權 2.67 0.65 .74
2. 法定權 3.16 0.72 .36** .58
3. 獎賞權 2.97 0.69 .36** .36** .59
4. 強制權 3.30 0.75 -.05 .19** .06 .55
5. 關係結果 2.76 0.66 .53** .27** .46** -.10 .86

組合信度 .81 .73 .75 .77 .64

平均變異數萃取量 .52 .48 .51 .63 .56

• 對角線為Cronbach’s α係數
• ** 表示p < .01

迴歸分析

採用迴歸分析法檢視組織權力運用對關係結果的影響。分析方式

則是將「資訊權」、「法定權」、「獎賞權」、「強制權」等四個組織權力運

用方式或做法設為自變數，「關係結果」設為依變數，並採用將各因子

內所有測量問題相加並平均成為單一變數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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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四所示，經由強迫進入變數法所建立的迴歸模式，其效果達

顯著水準（F = 53.43, p < .01），整體解釋力R
2為 .37，即四個自變數可

以解釋「關係現況」依變數中37%的變異量。由於迴歸模式考驗結果具

統計上的意義，故繼而檢視各自變數的個別解釋力，而依據顯著性、 

t值及Beta值等結果，判定其重要性或影響性，依序為：「資訊權」、

「獎賞權」、「強制權」。另外，「資訊權」、「獎賞權」和「關係結果」之間

的關係，呈現正向關係，而「強制權」和「關係結果」之間的關係，則是

呈現負向關係。

因此，根據迴歸分析法所獲得的預測結果，可以回答本文所探討

的第二個研究問題：「組織權力運用會如何影響和消費者之間的關係結

果？」，即受訪者認為他們經常消費或必須往來之公民營企業、公司或

行號使用「資訊權」、「獎賞權」、「強制權」會影響和他們之間的「關係結

果」，而使用「資訊權」又比使用「獎賞權」及「強制權」更能夠影響和他

們之間的「關係結果」。但不同於使用「資訊權」和「獎賞權」，使用「強

制權」則會對和他們之間的「關係結果」造成負面影響。

表四　「組織權力運用對關係結果之影響」迴歸分析

依變數：關係結果

自變數 Beta值 t值 顯著性
資訊權 .40 8.57 .01

法定權 .04 0.74 .46

獎賞權 .31 6.59 .01

強制權 -.10 -2.31 .02
F = 53.43 R

2
 = .37 p < .01

結論與建議

重要發現

本文從消費者的角度，檢視組織權力運用的方式或做法，以及對

於消費者關係管理的影響。經由隨機抽選20歲以上、居住在臺北市、

新北市、臺中市、臺南市及高雄市等五都的368位民眾，並電話訪問他

們對於經常消費或必須往來之公民營企業、公司或行號使用權力的看

法，發現他們所評估的組織，會在和他們進行接觸或互動的過程，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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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資訊權」、「法定權」、「獎賞權」及「強制權」的方式或做法。

此外，受訪者也表示，只有當所評估的組織使用「資訊權」、「獎賞

權」及「強制權」的權力方式或做法，才會影響到和他們之間的關係結

果。這些權力運用影響關係結果的程度及方式，則為使用「資訊權」會

比「獎賞權」更能夠促使他們和評估組織之間維持正向的關係，而使用

「強制權」則會導致他們和評估組織之間形成負面的關係。

理論意涵

本文理論價值在於從消費者觀點並應用社會權力基礎或來源理論

（French & Raven, 1959; Raven, 1965, 1992, 1993）檢視組織如何運用權

力管理和消費者之間關係的方式或做法，以及進而評估組織權力運用

如何影響和消費者之間的關係結果。而從消費者角度所獲得的結果，

則如同Hung（2005）從組織角度所獲得的結果，除了再次證實組織權力

運用確實會對目標公眾關係造成影響之外，也進一步發現消費者可以

從和組織接觸或互動的過程，察覺或感受到「資訊權」、「法定權」、「獎

賞權」及「強制權」的權力運用。但不同於人際關係的權力運用方式或

做法，「參照權」和「專家權」則並沒有獨立顯現或被辨識出在組織─消

費者關係的權力運用。

對於此一結果，應可從對照先前相關公關研究結果來加以解釋。

例如，Cho和Cameron（2007）發現醫療機構公關人員會使用「專家權」、

「資訊獎勵權」、「資訊強制權」、「廣告強制權」、「影響權」影響新聞媒

體從業人員的態度或行為。Bosilkovski和Moon（2013）則發現醫療機構

公關人員在管理媒體及社區關係的過程，擁有較多行使「參照權」、「法

定權」、「專家／資訊權」的權力，而擁有較少行使「獎賞權」的權力。而

合理的推論，應是被影響者（即新聞媒體從業人員或社區居民）可以直

接、具體觀察或感受到影響者（即醫療機構公關人員）的聲望、魅力或

特質（即「參照權」的權力基礎或來源），或是影響者的專業知識或技能

（即「專家權」的權力基礎或來源）。相較之下，因為消費者所評估的互

動對象是組織整體而非個人，所以消費者可能難以產生渴望被組織接

受或認同的需求（即運用參照權的結果），以及相信組織是值得他們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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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的專家、擁有他們能夠信服的專業技能，以及解決他們問題的專業

能力（即運用專家權的結果）。

此外，研究結果顯示除了「法定權」之外，「資訊權」、「獎賞權」、

「強制權」的權力運用會對組織和消費者之間的「關係結果」（即「信任」、

「相互制衡」、「滿意」、「承諾」等四個關係層面）產生影響，而影響程度

的大小，則依序為「資訊權」、「獎賞權」及「強制權」。但是，不同於使

用「資訊權」及「獎賞權」可以對「關係結果」產生正面影響，運用「強制

權」則會對「關係結果」造成負面影響。對於此一結果，同樣可以合理

推論，因為消費者所檢視的互動對象，是組織整體而非個人，所以，

消費者可能難以觀察或感受到他們和組織之間的關係，是否會受到地

位或權勢、要求回報、要求補償、請求援助等合法授權方式或做法的

影響（即法定權的權力基礎或來源）。

最後，根據以上所顯示包括「資訊權」、「獎賞權」、「強制權」等三

種能夠影響消費者和組織之間關係結果的權力方式或做法，可以合理

推論消費者用以評估組織權力運用如何影響他們和組織之間關係結果

的依據，應該只是取決於組織的權力運用是否會直接影響到他們的利

益得失。而這也可以解釋為什麼當消費者得到組織的獎勵（即獎賞權的

權力基礎或來源），會促使他們和組織之間的關係產生正向結果，而當

遭到組織的懲罰（即強制權的權力基礎或來源），則會導致他們和組織

之間的關係產生負向結果。重要的是，當組織提供消費者視為重要、

合理或有用的資訊（即資訊權的權力基礎或來源），更能夠促使他們和

組織之間的關係產生正向結果。而針對「資訊權」被視為最能影響組織

─公眾關係結果的權力運用方式或做法，則除了證實公關人員扮演組

織跨界人（boundary spanner）或環境檢測人（environmental scanner）角色

的重要性及必要性，也能夠促使公關人員進而將「資訊權」視為管理目

標公眾關係以利於組織行動之遂行的公關策略模式（Fawkes, 2007）。

實務應用

本文實務價值在於提供擔負關係管理者角色的公關人員一個能夠

協助組織運用權力管理和消費者之間關係的具體方式或做法。而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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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獲致的研究結果，顯示組織─消費者關係的互動成效，必然會受到

組織權力運用的影響。而善用組織權力行使的模式及其影響，則將有

助於影響或改變消費者對組織所倡議或推廣之行動的態度或行為，以

及能夠避免任何不利於組織管理和消費者之間關係發展的影響（Cho & 

Cameron, 2007; Hung, 2005）。

根據研究結果，組織在和消費者進行接觸或互動的過程，消費者

能夠觀察或感受到組織使用「資訊權」、「法定權」、「獎賞權」及「強制權」

的方式或做法。但是，對於消費者而言，組織使用「法定權」的方式或

做法，並不會影響他們和組織之間的關係結果，使用「資訊權」、「獎賞

權」、「強制權」的方式或做法，則會影響他們和組織之間的關係結果。

因此，公關人員在管理組織和消費者之間關係的過程，應該考量如何

使用這些權力方式或做法，影響或改變消費者的態度或行為，以遂行

公關關係管理的目的。具體而言，運用「資訊權」所能採取的方式或做

法，是提供讓消費者認為有用、合理及重要的資訊，以及讓他們信服

的專業知識。運用「法定權」所能採取的方式或做法，是讓消費者認為

曾經從組織得到好處、能夠從組織得到好處，以及組織有為他們付出

過。運用「獎賞權」所能採取的方式或做法，是稱讚消費者、給予消費

者獎勵，以及讓消費者感受到被組織所認同。運用「強制權」所能採取

的方式或做法，是讓消費者感受到組織所擁有的權勢，以及能夠讓他

們的權益受到損失。

此外，研究結果也進而顯示對消費者而言，組織使用「資訊權」，

即提供他們有用、合理及重要的資訊，以及讓他們信服的專業知識，

遠比使用「獎賞權」，即稱讚他們、給予他們獎勵，以及讓他們被組織

所認同，更能夠讓他們對於和組織之間的「關係結果」抱持正面看法。

組織若是使用「強制權」，即讓他們感受到組織所擁有的權勢，以及能

夠讓他們的權益受到損失，則會讓他們對於和組織之間的「關係結果」

抱持負面看法。因此，此結果對公關實務運作的啟發，應是採取如同
Berger（2005）所提出權力協同（即透過對話、參與、協商等方式下達決

策）而非權力優於（即透過控制、功利考量、自利評估等方式下達決策）

的關係管理模式。換句話說，權力運用固然能夠用於影響或改變消費

者對組織的態度或行為，但是，在權力運用方式或做法的考量上，對

消費者採取喻之以理的方式或做法，將會比採取誘之以利的方式或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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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更能夠導引消費者對組織的態度或行為轉趨正面或正向，而對消

費者採取威之以勢的方式或做法，則可能會逐步導致消費者形成和組

織之間的負面或負向關係。

研究限制

本文應用French和Raven（1959）、Raven（1965, 1992, 1993）所針對

人際關係而提出及修正包括：獎賞權、強制權、法定權、參照權、專

家權及資訊權的權力基礎或來源理論，檢視消費者如何看待他們經常

消費或必須往來之公民營企業、公司或行號使用權力的方式或做法。

而依據所獲致的研究結果，雖歸納出組織使用包括：獎賞權、強制

權、法定權、資訊權等四種用以管理消費者關係的權力方式或做法，

但因用以評估獎賞權、強制權、法定權等構念之測量指標的信度檢定

α值低於0.7的建議範圍而有再行驗證的必要性。

此外、本文應用Hon & Grunig（1999）所建構的關係結果量表檢視

組織的權力運用如何影響和消費者之間的關係結果。但是，所獲致的

研究結果，因受訪者無法區別出包括信任、相互制衡、滿意、承諾等

四個層面的關係結果，而將原本多層面之關係結果合併成為單一層面

的構念。而對於此一研究結果，是否可能是因為受訪者所評估的對象

並不是特定或單一的公民營組織，亦或是因為受訪者使用不同標準評

估公民營組織權力運用的影響，則有賴於後續研究再加以測試及驗證。

後續研究方向建議

本文經由隨機電訪20歲及以上、居住在臺北市、新北市、臺中

市、臺南市及高雄市等五個主要都市的民眾，並依據他們和經常消費

或必須往來之公民營企業、公司或行號的接觸或互動經驗，歸納出組

織和消費者進行接觸或互動過程所可能使用的權力方式或做法，以及

組織權力運用對於管理和消費者之間關係結果的影響。而後續研究的

方向，則除了可以將調查範圍擴及到其他都市以驗證及延伸本文所獲

致之研究結果的推論性之外，也可以考量選擇單一或特定企業及其目

標消費者為研究對象以測試本文所獲致之研究結果的可行性及適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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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關於如何評估組織權力運用的影響，除了延用包括「信

任」、「相互制衡」、「滿意」、「承諾」等四個層面的關係結果以驗證其差

異外，也可以選擇關係管理研究過往所曾引用過的評估指標，如消費

者忠誠度、組織聲譽、消費者行為意向（Broom, Casey & Ritchey, 1997; 

Hon & Grunig, 1999; Ledingham, 2003），以藉此從不同用以評估公關效

能的方式或做法，檢視組織運用權力管理目標公眾關係的可行性及影

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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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受訪者背景資料

項目 類別 百分比

性別 男 49.5%

女 50.5%

年齡層 20–25歲 15.8%

26–30歲 7.9%

31–35歲 11.4%

36–40歲 10.6%

41–45歲 15.2%

46–50歲 11.7%

51–55歲 8.2%

56–60歲 10.6%

61歲及以上 8.7%

教育程度 博士 1.1%

碩士 6.8%

大學 37.5%

專科 16.6%

高中職 26.4%

國中 8.4%

小學 3.3%

工作狀態 正職 57.6%

家管 15.2%

無工作 12.2%

退休 8.2%

兼職 6.8%

經濟情況 很好 3.3%

好 16.8%

還好 74.7%

差 2.4%

很差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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